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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基于心灵知觉理论的 AI 服务用户接受 

机制及使用促进策略* 

邓士昌 1  许  祺 1  张晶晶 1  李象千 2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2 上海体育学院心理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  许多企业采用人工智能服务应答顾客需求, 然而多项研究指出用户并不总是对此感到满意。本研究

围绕着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的产生和影响, 探索了驱动用户对 AI 服务态度的关键因素及使用促进策略, 包

括(1)机理分析层面：用户与 AI 早期接触的线索和体验因素如何使得人们产生了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

心灵知觉？(2)调节作用层面：不同的用户内部状态和 AI 外部特征怎样调节了这种心灵知觉的形成和激活？(3)促

进策略层面：将 AI 拟动物化和提供技术援助为何能借助心灵知觉使得用户在更广泛的场景中接受来自 AI 的

服务？本研究试图在学理层面构建一个基于心灵知觉理论的新型 AI 服务接受模型, 为从理论上解释用户对

AI 服务的矛盾态度提供心理学参考; 同时试图在实践层面上借助心灵知觉理论提出两种促进用户接受 AI 服

务的路径方法, 为企业在服务中提升 AI 的应用效能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心灵知觉, 客户服务, 刻板印象, 热情 

分类号  B849 

1  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并非“万能钥匙”。不少消费者表示, 

相比冷冰冰的智能客服, 能和真人客服直接沟通

让人更踏实放心。“实在不知道智能客服是为了方

便消费者解惑, 还是为了方便商家偷懒？”……“现

在拨打客服电话, 最烦的就是听到机器人的声音, 

只想说一句‘转人工’……” 

——《智能客服成“标配” 用户体验参差不

齐》《经济参考报》(2019 年 10 月 29 日)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出现和发展打破了许

多传统上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界限。过去几年 , 

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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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技术融合到了一起, 将 AI 推向了更广泛的

应用市场。服务是 AI 技术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采用 AI 驱动的虚拟客服替

代人工服务(安永, 2018)。然而, 用户喜欢被 AI

服务吗？答案是矛盾的。一方面, 许多用户认为

AI 简化了操作程序, 提升了服务效率(Kaplan & 

Haenlein, 2019); 另一方面, 不少用户也反感在服

务中遇到 AI, 认为真人客服更能理解自己的需求

(Arm Treasure Data, 2019)。为何有时候用户接受

AI服务, 有时候却又反感？是 AI技术不够“智能”, 

还是用户对 AI 心存偏见？这是一个当前服务管

理中日趋凸显、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不得不承认, 当前 AI 技术远未成熟, 这是用

户不愿意在大部分服务中遇到 AI 的重要原因(林

子筠 等, 2021)。然而, 多项研究指出, 即使 AI

表现得和人类一样出色, 用户依然有可能不喜欢

来自 AI 的服务。例如, Luo 等人(2019)发现, 虽然

在电话销售中, AI 推销员的表现可以与熟练员工

不相上下 , 但当用户得知电话那头是机器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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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成功率会大大降低。Castelo 等人(2019)认为, 

用户对 AI 的反感并不完全是由于 AI 的技术表现

不佳, 而是一些心理上的感知造成了用户并不总

是喜欢与 AI 互动。经济参考报(2019)的采访也发

现: “我反感智能客服, 并不是抵触技术进步, 而

是当面对着理性得一丝不苟的人工智能时, 用户

的情绪互动需求显然是被压抑的”。所以, 哪些因

素驱动了用户对 AI 服务的态度？这不仅是一个

AI 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更是一个用户心理层面上

的问题。以此为逻辑起点, 本研究将从心灵知觉

理论(mind perception theory)切入, 构建一个基于

用户心灵知觉的 AI 服务态度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促进用户接受 AI 服务的方法路径, 为提升

AI 服务的应用效能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与评述 

2.1  AI 在服务领域中的应用 

尽管近年来有关 AI 的讨论在大众媒体和学

术期刊上比比皆是, 但要准确界定 AI“是什么”和

“不是什么”却并不容易(Kaplan & Haenlein, 2019)。

本研究采纳了 Russell 和 Norvig (2016)的观点, 他

们从类比人类智能的角度出发, 认为 AI 的主要目

的是理解智能的本质,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机器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示和推理、计算机视觉

等技术使得机器或程序能够集成并执行智能任务。

换句话说, AI 的目标是发展出智能体(agent), 让机

器或程序能够以与人类相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 

现在, AI 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服务中, 

并被企业和学界视为服务创新的主要来源(徐鹏, 

徐向艺, 2020)。本研究总结, 应用于服务中的 AI

可以被分为三类：(1)能够自动化地提供服务的虚

拟员工。AI 程序可以在很少或没有人为干预的情

况下自动执行特定任务, 这使得 AI 驱动的虚拟员

工可以全天候地满足客户需求。例如, 聊天机器

人 (chatbot)正在为英国国家健康医疗体系 (NHS)

的用户提供医疗咨询和建议 (O’Hear, 2017); 淘

宝、京东和携程等企业也大规模地采用了 AI 服务

来响应用户需求(科技日报, 2021)。(2)能够预测顾

客个性化需求的智能程序。人工智能可以从海量的

客户数据中获取洞察力, 帮助企业创造与顾客日

常生活自然相融合的体验, 从而提高顾客的服务

满意度。例如, AIda 爱搭公司的 AI 程序可以根据

客户需求进行智能分析, 为顾客推荐适合他们个

人风格和购买预算的服装产品(科学中国, 2020)。(3)

能够发掘潜在商业机会的优化算法。AI 驱动的客

户分析算法可以对更庞大、更复杂的数据集合(文

本、语音、图像等)进行分析, 探寻促使客户购买

的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例如, Kanetix 公司通过

AI 驱动的算法在保险推销前对客户进行筛选, 从

而对那些更有可能购买保险的潜在客户加大推广

力度(Davenport et al., 2020)。可见, 应用于服务中

的 AI 既可以有一个物理表示(如迎宾机器人), 也

可以是完全虚拟的算法。 

2.2  影响用户对 AI 服务态度的主要因素 

理论上说, AI 可以使得服务更有效率(Huang 

& Rust, 2018, 2021), 但是市场调查表明, 一方面, 

许多用户对苹果“Siri”、华为“小艺”等虚拟助手爱

不释手(安永, 2018); 另一方面, 在医疗、销售和

争议解决等服务中, 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用户愿

意遇到 AI 服务(Arm Treasure Data, 2019)。学术研

究也取得了类似结果, Chi 等人(2020)和 Vlačić 等

人(2021)详细回顾了用户对 AI 服务态度的研究, 

发现在服务中, 用户经常会对 AI 表现出不信任、

不满意和不接受。 

可见, 让用户接受 AI 服务并不是天然的事情, 

许多因素影响了用户对 AI 服务的态度。大量研究

对此话题进行了探索。最初, 研究者们沿用经典

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或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讨论用户对 AI 的态度 , 认为感知有用

性、感知易用性等对 AI 的绩效预期, 以及使用

AI 时的努力预期、社会影响等个体内外因素决定

了用户在任务中使用 AI 的意愿; 同时, 性别、年

龄、使用经验等特征在其间起了调节作用(e.g., Go 

et al., 2020; Venkatesh, 2021)。然而, 有研究者指

出将经典的 TAM 或 UTAUT 不加修改地应用到

AI 领域是有问题的(e.g., Flandorfer, 2012), 因为

这些经典模型都是在十多年前的技术背景下开发

的, 它们所探讨的那些“新”技术(如即时通讯、远

程办公等)在变革性上远不能和 AI 相比。AI 的许

多应用涉及了可以达到人类水平的认知和情感能

力 , 换句话说 , AI 不仅仅可以辅助人类的工作 , 

而且有可能替代人类的工作, 而 TAM 和 UTAUT

所涉及到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不是这样。因此, 用

户对 AI 的态度问题要比 TAM 和 UTAUT 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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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得多。 

同感于此, 许多研究者针对 AI 的特点, 提出

了新的理论模型以归纳影响用户与 AI 互动的关

键因素。例如, 张雁冰等人(2019)从 AI 与人的相

似性入手, 提出了 AI 的外观设计、交互方式、智

能水平和情感能力这 4 个因素影响了用户与 AI

的交互, 使得用户对 AI 产生快乐、信任或恐惧等

感知, 进而导致用户对 AI 服务出现愿意使用、拒

绝使用等行为。Xiao 和 Kumar (2021)从企业对机

器人技术的采纳程度(degree of robotics adoption, 

DRA)入手 , 提出员工对机器人的接受(employee 

acceptance of robots, EAR)和用户对机器人的接受

(customer acceptance of robots, CAR)联合影响了

DRA。其中 EAR 受到企业特征、员工特征和机器

人特征的影响, 而 CAR 受到用户特征的影响。Chi

等人(2021)回顾并归纳了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可能

影响用户对 AI 态度的 11 种因素, 并将它们分类

为三类：(1)人们对机器人的信任倾向、(2)值得信

赖的机器人功能与设计、(3)值得信赖的服务任务

和情景, 这三类因素共同影响了用户对社会服务

机器人的互动信任(social service robot interaction 

trust, SSRIT)。 

不难看出, 上面这些理论模型都有着百年前

构造主义心理学派的影子, 它们都强调分析影响

用户对 AI 服务态度的主要“因素”, 有着元素论的

倾向。本研究认为, 虽然新近的 AI 服务用户接受

模型研究几乎囊括了所有可能影响用户对 AI 态

度的因素(e.g., Chi et al., 2021; Xiao & Kumar, 

2021), 然而上面这些研究尚存在两个方面的不

足。第一, Makridakis (2017)提出, 大多数用户在

接受或拒绝 AI 时并不持坚定立场, 在任务中, 用

户对 AI 的支持和反对因素可能同时存在并相互

作用。上面这些模型仅仅解释了影响用户接纳 AI

的要素, 但缺乏对这些要素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描

述, 更没有提炼出一般理论以解释用户对 AI 态度

的动态性变化。第二, 这些模型大多鼓励 AI“更像

人”, 认为机能上的不足是阻碍人们采纳 AI 的核

心原因。虽然 AI 与人的相似性的确很重要, 然而, 

恐怖谷效应(the uncanny valley)的存在表明一味

地增加 AI 的类人机能恐怕不是促进用户接受 AI

的黄金法则(Mende et al., 2019)。因此, 有必要找

出更加“直击心灵”的方法, 多管齐下地改善用户

对服务型 AI 的态度。 

2.3  一个潜在的一般性理论：心灵知觉与用户对

AI 的矛盾性态度 

相对于强调提高 AI 的类人水平(e.g., 张雁冰 

等, 2019)和提高人类对 AI 的信任(e.g., Chi et al., 

2021)。Waytz 和 Norton (2014)提出了一个观点：

人们也许在心灵层面上就认为 AI 不配与人类相

提并论。本研究认为, 这是使得用户对 AI 服务呈

现矛盾化态度的关键心理原因。心灵(mind)是人

们将人类与其他非人实体区分开来的关键要素。

Gray 等人(2007)和 Waytz 等人(2010)发展出了心

灵知觉(mind perception)理论, 阐述了人们将“心

灵”归因于两个维度：能动性(agency, 分析和推理

的能力)和感受性(experience, 体验和共情的能力), 

如果人们感受到认知对象缺失了其中任一维度 , 

尤其是感受性维度, 则人们就会否认对方具有人

性, 从而拒绝与对方平等互动。Waytz 和 Norton 

(2014)将心灵知觉理论应用到了人类与 AI 关系的

研究中, 他们发现人们更接受 AI 从事需要“能力”

的工作, 而不愿意接受 AI 从事需要“感受”的工

作。作者们由此指出, 人们也许容忍 AI 在能动性

(智能)上超过人类 , 但却会保留“感受”作为一种

独特的人类特质。Stein 和 Ohler (2017)进一步发

现, 在聊天互动中, 如果人们察觉到正在表现出

共情能力的对象是由算法操控的(而不是由人操

控的), 则人们会经历认知失调, 表现出恶心、厌

恶和反感(即恐怖谷反应)。 

其他经验研究也响应了这一观点。Wang 和

Krumhuber (2018)通过 4 个实验研究发现, 虽然赋

予 AI 社会价值(告诉被试 AI 可以陪伴孤独者)比

赋予 AI 经济价值(告诉被试 AI 可以作为收银员)

能增加人们对 AI 的情感性知觉, 但从绝对值看, 

人们对 AI 的情感性知觉仍然远远低于对 AI 的认

知性知觉(原文的 Table1 和 2)。Longoni 等人(2019)

通过 9 个实验研究发现, 由于担心 AI 会忽视自己

的独特性需求, 消费者往往不接受 AI 单独给出的

医疗建议, 而只接受 AI 作为人类医生决策时的助

手。Castelo 等人(2019)通过 4 个实验室研究和两

个实地研究, 发现由于消费者会认为智能算法缺

乏执行主观任务所需的能力, 因此对于那些看起

来更加主观(相对于客观)的任务, 人们更加不愿

意使用智能算法。Wirtz 等人(2018)的理论研究指

出, 虽然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等技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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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AI 可以感知和回应人类情感, 但是人们往往不

会对 AI 表达的情绪做出反应(例如很少看见人们

与机器吵架), 这是因为在内心深处, 用户会认为

AI 的情绪是“被操控的”, 而不是“自发的”。由于

人们不认为 AI 能拥有真正的情感, 因此用户会拒

绝 AI 在情感−社交类任务中的深度应用。可见, 虽

然 AI 技术一日千里, 当前的情感计算技术已经能

使得 AI 感知和回应人类情感, 然而人们依然更倾

向于将 AI 与“能动性”而不是“感受性”联系起来, 

认为 AI 不适宜从事更需要“共情”的任务(例如照

顾病人, Waytz & Norton, 2014)。 

本研究认为, 心灵知觉理论为分析用户对 AI

的矛盾性态度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与上一节回顾过的“影响因素”类模型结合起来 , 

心灵知觉理论可以串联起影响用户接受 AI 服务

的各种因素, 解释用户在不同的场景中对 AI 的态

度。然而, 目前有关心灵知觉与 AI 的用户接受的

研究成果相对零星, 缺乏系统整理, 而且还有可

能存在跨文化问题。因此, 有必要在以往研究的

基础上, 继续考察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与各种其

他因素如何联合影响了用户对 AI 的接受程度。 

2.4  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AI 虽然能帮助企业降低服务成本, 但却未必

能提高用户的服务满意度(Huang & Rust, 2018, 

2021)。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 其原因可能是由

于心灵知觉的影响, 用户认为 AI 缺乏“感受”, 所

以不愿意在情感−社交类服务中面对 AI。在以往

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拟就如下问题进行拓展： 

第一, 用户认为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

心灵知觉是怎么产生的？其影响用户对 AI 态度

的心理过程又是怎样的？目前有关 AI 与心灵知

觉的研究大多对此语焉不详, 认为用户对 AI 的心

灵知觉是自然发生的 (e.g., Castelo et al., 2019; 

Longoni et al., 2019; Wang & Krumhuber, 2018; 

Waytz & Norton, 2014)。而且, 虽然当前研究初步

地描述了“现象”, 但是对其背后心理过程的讨论

却并不充分。为何当用户感觉到 AI 缺乏“感受”

时, 人们就会反感 AI 出现在情感类或主观性任务

中？这种影响是跨文化的吗？对于这些问题, 当

前的研究缺乏进一步探讨, 造成了理论的不深入

和概念的肤浅。 

第二, 是否有其他关键因素调节了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和激活？以往采用心灵知觉理论

探讨人类和 AI 关系的研究都相对静态, 认为“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心灵知觉是人类对机器

的固有认知。然而, 心灵知觉对 AI 服务接受意愿

的影响可能并不绝对 , 邓士昌等人(2020)的前期

访谈就发现了不少例外情况。对于在心灵知觉作

用时起了主要调节作用的关键因素, 现有研究普

遍缺乏深入探讨, 这造成了对驱动用户接受或反

感 AI 服务的关键因素理解不充分, 妨碍了一个整

体性框架的提出。 

第三, 如何借助心灵知觉理论, 使得用户在

更广泛的场景中接受来自 AI 的服务？目前, 相关

研究集中于描述用户“为什么”不喜欢 AI 服务, 可

是基于心灵知觉理论、提出了如何才能促进用户

在更广泛的服务场景中接受 AI 的研究却并不多

见。Castelo 等人(2019)发现可以增加任务的感知

客观性以促进用户在主观任务中接受 AI, 然而类

似的促进策略仍然偏少。这阻碍了进一步提升用

户对 AI 服务的接受程度和 AI 服务的应用效能。 

3  研究构想：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
成、作用调节及使用意愿促进 

如前所述, 从预订餐位到处理投诉, AI 在服

务上的功能日趋广泛, 然而用户却并不总是愿意

接受来自 AI 的帮助。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将关注

点放在了用户接受 AI 服务的关键驱动因素及促

进策略上。以心灵知觉理论为牵引, 本研究拟在

三个逐渐递进的层面上展开探索：(1)机理分析层

面：用户与 AI 早期接触的线索和体验因素如何使

得人们产生了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心灵知

觉？(2)调节作用层面：不同的用户内部状态和 AI

外部特征怎样调节了这种心灵知觉的形成和激

活？(3)促进策略层面：将 AI 拟动物化和提供技

术援助为何能借助心灵知觉使得用户在更广泛的

场景中接受来自 AI 的服务？上面的研究构想可

以总结为图 1。 

本研究采用了 Wirtz 等人(2018)的术语, 将服

务场景分为认知−分析类(cognitive-analytical)和

情感−社交类(emotional-social)。认知−分析类任务

是客观的、常规且重复的、可预测的和与信息处

理有关的, 例如在医疗诊断中分析复杂图像; 而

情感−社交类任务是主观的、需要共情的、发散性

的和要求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例如安抚愤怒的顾

客。这一分类被当前有关 AI 在服务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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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体研究框架 
 

的研究普遍采用。Waytz 和 Norton (2014), 以及

Wang 和 Krumhuber (2018)将 AI 应用场景分为更

强调能动和目的达成的认知类(cognition)和更强

调共情和寻求温暖的情感类(emotion)。Huang 和

Rust (2018, 2021)按照 AI 技术发展的先后顺序, 

将可应用于服务中的 AI 形态分为 4 类：机械的

(mechanical)、分析的(analytical)、直觉的(intuitive)

和共情的(empathetic)。其中, 前两类 AI 服务形态

是涉及理性计算的、容易取代人类服务的; 而后两

类 AI 服务形态是涉及情感共鸣的、较难取代人类服

务的。Castelo 等人(2019)将服务场景定义为客观

(objective)和主观(subjective), 在他们的分类中, 客

观任务涉及可量化和可测量的事实, 而主观任务

涉及个人意见或直觉(gut instincts)。虽然 Castelo

等人(2019)的术语与 Wirtz 等人(2018)的术语在内

涵上相差不远, 但 Wirtz 等人的术语更直白, 更契

合心灵知觉理论中所描述的“能动性”和“感受性”

二维度, 因此采用 Wirtz 等人的术语更易于理解。 

3.1  研究方向 1：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及影响 

如前所述, 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都采用心灵

知觉理论探讨了用户对 AI 服务的矛盾性态度, 认

为由于人们更倾向于相信 AI 是算力强大的, 而不

是富有情感的 , 因此用户在更强调“认知−分析”

的场景中会更接受 AI, 而在更强调“情感−社交”

的场景中更反感 AI (e.g., Castelo et al., 2019; 

Wang & Krumhuber, 2018; Waytz & Norton, 2014; 

Wirtz et al., 2018)。可是, 目前很少有研究探索了

人类对 AI 这种心灵知觉的来源。Shahid 等人(2014)

发现很多儿童会把 AI 当作“朋友”, 而且越年幼的

孩子与 AI 互动越积极; Bylieva 等人(2021)也发现

儿童与 AI 语音助手的互动方式与成年人很不一

样, 儿童会将 AI 当作真人, 采用礼貌口吻, 并询

问一些私人问题。可见, 儿童在与 AI 互动时并没

有表现出如成年人一般的对 AI 的心灵知觉。基于

这些发现, 本研究将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解释为

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 并认为这种心灵知觉

的出现最初只是无心之举, 但是随着用户与 AI 的

不断互动而逐渐变得根深蒂固, 最终演化为认为

AI 擅长计算却不解人性的“人机之大防”。 

3.1.1  研究方向 1a：影响了用户形成对 AI 心灵

知觉的体验和线索因素 

Sundar (2008)提出, 在人与机器互动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体验(experience)和线索(cues)促使了

人们对机器刻板印象的形成。结合前期访谈(邓士

昌  等 , 2020), 本研究提出两类最能影响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形成的体验和线索因素：(a)过去使用

AI 的经验(体验), 以及(b)大众媒体对 AI 的描绘

(线索)。首先是“体验”因素。Wu 和 Wen (2021)的

分析表明, 由于大多数用户并不熟悉 AI 的研发过

程, 因此人们和 AI 的早期接触经验影响了他们对

AI 的态度。受到技术发展限制, AI 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都只能在更需要“认知−分析”能力的场景

中提供服务(例如提供自动订餐服务的语音助手), 

而在需要“情感−社交”的服务中长期缺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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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于从事认知−分析任务的 AI 更为熟悉, 而

对在情感−社交场景中提供服务的 AI 相对陌生。

再加上早期 AI 服务的技术表现不佳, 经常出现答

非所问的情况(中国青年报, 2019), 这自然使得用

户产生了 AI 服务“冷冰冰、兜圈子”的刻板印象。 

然后是 “线索 ”因素。涵化理论 (cultivation 

theory; Morgan et al., 2015)指出, 大众媒体创造的

符号环境培养了最广泛的群体共同意识。无论中

外, 许多文学、电影和游戏作品长期以来都将 AI

描述为高智能但缺乏情感的机器, 新闻媒体也往

往将 AI 描述为力大无穷但不解人意的“铁疙瘩” 

(程林, 2020)。Sundar 等人(2016)发现, 人们对 AI

服务的接受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众媒体对 AI

形象描绘的影响。Banks (2020)也发现, 媒体中描

绘的机器人形象促使了人们对 AI 形成一种“机器

不通人情”的启发式态度。可见, 用户对 AI“不能

共情”的心灵知觉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大众媒

体对 AI 描绘的影响。 

在 Amiot 和 Bastian (2015)关于人与动物关系

的心理学研究中 , 作者认为人们会把自己(人类)

的品质投射到非人实体上, 从而简化人们与动物

的关系认知(例如绵羊是温顺的, 狐狸是狡黠的)。

传统上, 只有动物在人们的认知中享有特权、获

得人们更多的拟人化投射。但是, 随着 AI 拥有越

来越多的人类智能, 人们也将这套社会感知工具

迁移到了 AI 身上(Amershi, 2020)。本研究推测, 

在过去使用 AI 的经验(体验)以及大众媒体对 AI

描绘(线索)的影响下, 用户对 AI 形成了一种“擅

长计算却不能感知”的启发式思维捷径 , 这反映

了用户对 AI 表现的现有经验积累。基于上述推理, 

本研究提出： 

研究命题 1a：过去在情感−社交场景中使用

AI 受挫的经历和大众媒体对 AI “高智商低情商”

的描绘使得用户形成了 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

的心灵知觉。 

3.1.2  研究方向 1b：对 AI 的心灵知觉影响了用

户在不同场景中对 AI 的态度 

研究命题 1a 推测, 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实

质上是一种受到体验和线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

对 AI 的刻板印象。著名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Fiske et al., 2002)定义

了两种基本社会知觉 , 即热情 (warmth)和能力

(competence)。热情知觉指感知到对方是友好、善

良、真诚和温暖的, 而能力知觉指感知到对方是

能干、胜任、自信和熟练的。在 Gray 等人(2007)

和 Waytz 等人(2010)关于心灵知觉理论的阐述中, 

作者们引用并承袭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观点 , 

认为对心灵或“人性”的能动性感知代表了社会知

觉中的能力知觉, 而对心灵的感受性感知代表了

热情知觉。可见, “用户认为 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

受”的心灵知觉 , 可以理解为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中所描述的“高能力低热情”感知。 

有关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成熟研究指出, 对

他人的“高能力低热情”感知会影响认知者对认知

对象的态度。Cuddy 等人(2011)指出, 对他人的热

情感知与能力感知往往是不对称的, 热情感知代

表了认知者是否认为他人怀有积极意图, 也即感

知到他人是否是利他的、乐于助人的; 而能力感

知代表了认知者是否认为他人有能力去实现这些

意图。所以, 被置于“高能力低热情”感知的群体会

受到认知者的模糊和矛盾判断。Oleszkiewicz 和

Lachowicz-Tabaczek (2016)的实证研究发现 , 在

工作场合中, 对同事的能力和热情感知影响了对

他们的信任、喜爱和尊重。具体地, 对同事的信

任会同时受到高能力和高热情感知的影响; 但是, 

对同事的喜爱却是对他们高热情感知的结果, 而

对同事的高能力感知仅仅影响了对他们的尊重。

换言之, 人们只会对感知为“高能力高热情”的同

事同时产生尊重和喜爱 ; 而对同事“高能力低热

情”的感知会使得人们认为同事是值得尊重 , 但

不值得喜爱、以及在情感上不值得依赖的。

Sevillano和 Fiske (2016)关于人类对动物刻板印象

的研究也指出 , 虽然人类对感知到“高能力低热

情”的那些动物(例如狮子、狼和熊)充满恐惧、尊

崇和敬畏; 但从内心上, 人类更愿意与那些“高能

力高热情”的动物(例如猫、狗和马)建立情感联系。

Fiske (2018)的综述研究也发现 , 人们通常对商

人、官员、富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持有“高能力低热

情”感知, 其结果就是, 人们往往对这些群体持功

利主义态度, 既希望能接近这些群体、利用这些

群体的“高能力”; 同时也希望和这些群体保持情

感距离、不愿意和他们保持共情。 

可见, “用户认为 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

心灵知觉使得人们认为 AI 是有能力的、可以被利

用的; 但在情感上, 该心灵知觉使得人们并不认

为 AI 是值得喜爱的、可以与之建立情感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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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Huang 和 Rust (2018, 2021)的理论研究指出, 

在机械性的和分析性的服务中, 用户更看重服务

提供者能否做到精确、连贯和有效率(例如准点接

送的出租车司机); 但是在直觉性的和共情性的服

务中, 用户更关注服务提供者能否理解自己的感

受、体察自己的想法(例如同情患者的医生)。Wirtz

等人(2018)也指出, 在“认知−分析”类服务场景中, 

用户更关注功能性目标的达成, 但是在“情感−社

交”类的服务场景 , 用户会更关注共情性目标的

达成(例如让服务人员理解自己的感受)。杨亚平等

人(2019)发现, 在“高能力低热情”感知中, 如果一

个群体的实际表现和大众对其持有的刻板印象一

致(例如商人是有钱且贪婪的), 那该刻板印象的

效应启动会更快、激活程度会更大。由于当前 AI

的共情技术尚不发达(Huang & Rust, 2021), 因此

用户对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心灵知觉很容

易被启动和放大。其结果就是, 由于用户对 AI 持

高能力感知 , 所以在主要寻求功能性价值的“认

知−分析”类服务场景中, 用户可能会对 AI 有着更

积极的态度, 认为 AI 的精确、连贯和有效率等机

能更能帮助自己达到目的。但是, 由于用户对 AI

持低热情感知, 所以在主要寻求共情性价值的“情

感−社交”类服务场景中, 用户往往会认为 AI 和自

己“不是同类物种”, 从而主动和 AI 保持情感和社

交距离, 不愿意与 AI 进行共情性的互动、情感交

流和建立依赖关系。基于上述推理, 本研究提出： 

研究命题 1b：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心灵

知觉使得用户认为 AI 虽然有能力, 但并不值得在

情感上被依赖和喜爱, 这使得用户只愿意在认知

−分析类任务中使用 AI 达到功能性目的, 而不愿

意在情感−社交类任务中与 AI 建立共情性联系。 

3.2  研究方向 2：调节了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形成

和激活的关键因素 

既然提出用户对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

心灵知觉是一种刻板印象, 那就不得不考虑哪些

因素调节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与激活, 也即刻

板印象可塑性(stereotype malleability)问题。许多

关于此问题的成熟综述研究 (e.g., Blair, 2002; 

Bodenhausen & Macrae, 2013; Wheeler & Petty, 

2001)都指出刻板印象的作用并非对所有人或在

所有情况下都会自动发生, 它的形成与激活受到

两大类因素的影响：认知者的内部状态(internal 

states)与认知对象的表现因素(external factors)。研

究方向 2 将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前述研究命题 1a 和

1b 的调节性影响。需要特别指出, 研究方向 2 并

不能穷尽调节了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形成及激活

的所有因素, 这样的列表将是无限长的。研究方

向 2 的目的是在“刻板印象可塑性”的理论框架下

重新考察过去研究中发现的、影响用户对 AI 态度

的主要因素(e.g., Allan et al., 2021; Chi et al., 2021; 

Xiao & Kumar, 2021; 张雁冰 等, 2019)。本研究拟

将过去文献中发现的影响因素, 纳入到基于心灵

知觉理论的 AI 服务用户接受模型中, 为今后进一

步探明驱动用户接受 AI 服务的广泛因素提供来

自心灵知觉理论的参考。 

3.2.1  研究方向 2a：与 AI 互动时的个体内部状

态调节了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 

许多有关刻板印象可塑性的研究表明与个体

长期或短期目标相冲突的刻板印象会在形成时会

受到抑制, 例如, 致力于公平目标的个体有着较

少的性别刻板印象(Moskowitz et al., 1999)。对比

到本研究语境中, 本研究推测希望与 AI 建立“准

友谊” (para-friendship)关系的个体可能更不容易

形成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心灵知觉, 因为

这种对 AI 的心灵知觉与这些个体的目标相悖。

Ki 等人(2020)使用“准友谊”这一术语来描述某些

个体与 AI 语音助手的互动方式, 他们会和 AI 助

手进行亲密交谈、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 并且寻

求 AI 助手的情感支持。虽然受到技术限制, 当前

的 AI 助手并不能充分理解和准确回应这些人群

的情感需求, 但对于惧怕与真人建立情感联系的

“社恐”人群来说, AI 为这些人提供了进行自我表

露和寻求社会支持的绝佳对象, 因此与 AI 建立准

友谊关系是一种理想的关系替代(Archer, 2021)。 

Ki 等人(2020)在研究中证实, 与 AI 互动时是

否感觉到亲密(intimacy)、理解(understanding)、享

受 (enjoyability)和投入 (involvement)是驱使个体

是否愿意与 AI 建立准友谊关系的核心要素。本研

究推测, 与 AI 接触频率更高的用户(high-frequency 

users)可能更容易在与 AI 互动时体验到亲密和理

解, 从而更容易与 AI 形成准友谊关系, 进而更不

容易形成 AI“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心灵知觉。

Ramadan 等人(2021)的研究表明, 在实际应用中, 

AI 并不仅仅只是为用户提供了功利性好处, 还部

分满足了用户的情感性需求, 其中, 更频繁的 AI

使用能促使用户对其产生特殊需求(例如请求 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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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助手为自己唱歌), 从而使得相当部分的高频

AI 用户希望 AI 能作为自己的朋友, 甚至是生活

伴侣。Hermann (2021)的理论研究也指出, 如果消

费者经常性、更密集、更频繁地与 AI 互动, 那

AI 就越有可能嵌入消费者的社会关系当中, 从而

促使消费者与 AI 建立心灵和情感上的纽带; 而这

种对 AI 的纽带和依恋反过来又使得消费者提高

了使用 AI 的时间和互动频率, 导致消费者对 AI

出现友谊、依恋、甚至是爱。所以, 本研究假设, AI

产品的高频用户更容易与 AI 建立准友谊关系, 而

这种关系状态会降低用户认为 AI“缺乏热情”的刻

板印象, 进而影响他们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 

本研究还推测, 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technology 

use self-efficacy)较强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在与 AI

的互动过程中体验到享受和投入, 从而增加这些

个体与 AI 建立准友谊关系的可能性。大量研究表

明较强的内部控制感会抑制刻板印象的形成(e.g., 

Gordijn et al., 2004), 而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可以

引导这种与 AI 互动时的内部控制过程(Hatlevik et 

al., 2018)。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人相信自

己使用新技术的能力, 这种能力信念独立于其他

自我效能感(Latikka et al., 2019)。Bandura (1997)

认为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提供了一种更强的内部控

制感, 导致了对未来结果的积极感知。在此基础

上, Xiao和 Kumar (2021)提出, 由于技术使用自我

效能感形成于对新技术的知识累积和积极经验 , 

因此这种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通常认为自己更

懂技术 , 从而也就越愿意沉浸于探索和使用技

术。Turja 等人(2019)发现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较

高的个体会对服务类 AI 会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认

可度, 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个体在与 AI 互动时有着

更强的控制感, 更能在与 AI 交互时体验到享受和

投入。因此, 本研究认为较高的技术使用自我效

能感能促进用户与 AI 建立准友谊关系, 从而削弱

“AI 不可感受”的心灵知觉的形成。基于上述推理, 

本研究提出： 

研究命题 2a：较高的 AI 使用频率和技术使

用自我效能感使得个体更容易与 AI 建立准友谊

关系, 这两个因素会抑制用户认为 AI 擅长计算却

缺乏感受的心灵知觉的形成。 

3.2.2  研究方向 2b：AI 的外部表现因素调节了

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激活 

除了刻板印象的形成, 刻板印象可塑性研究

同时也关注抑制了刻板印象发挥作用的认识对象

外部表现因素。Blair (2002)的综述研究认为, 如果

认知对象有着反刻板印象特征(counter-stereotypical 

features), 则认知者将出现更少的刻板印象反应。

例如, Finnegan 等人(2015)发现给被试呈现反性别

刻板印象的图片(女性建筑工人或男性化妆师)能

够抑制性别刻板印象的激活。基于这一逻辑, 本

研究推测当人们接触“善解人意的 AI”时, 他们以

往受过去使用经验和大众传媒描绘而形成的、对

AI 的心灵知觉很有可能将受到抑制。这一构想可

以用 AI 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程度来阐述。

拟人化是描述 AI 类人特征水平的术语, 这些类人

特征不仅包括在外表上与人类相似, 还包括行为

和情感上与人类相似(喻丰, 2020)。虽然恐怖谷效

应使得 AI 拟人化与人类对 AI 态度颇有争议(喻丰, 

许丽颖, 2020), 但总体而言, 许多研究支持人们

更愿意与拟人化水平更高的 AI 接触。例如, 相比

起拥有合成声音的社交机器人, 人们更信任拥有

人类声音的社交机器人(Xu, 2019); 同时, 人们对

拟人化水平更高的 AI 助手有着更近的心理距离

(Li & Sung, 2021)。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的拟

人化水平越来越高, 因此本研究推测, 如果用户

在与 AI 互动中接触到了更多的“反心灵知觉”的

例子, 则他们“AI 不能感知”的心灵知觉在激活时

会受到抑制。 

同时, 有关刻板印象可塑性的研究也认为改

变认知对象的刺激线索配置 (configuration of 

stimulus cues)能调节认知者的刻板印象激活。

Macrae 等人(1995)证明刺激线索的微小变化可以

对人们的刻板印象激活产生很大影响。例如, 给

被试呈现同一位中国女性, 但 A 组被试看到她在

化妆, B 组被试看到她在用筷子。虽然刺激对象都

一样, 但是刺激线索的变化使得 A 组被试表现出

了更多有关女性的刻板印象, 而 B 组被试表现出

了更多有关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对比到本研究语

境中, AI 在执行任务时的灵活性程度(flexibility)

可能会使得用户对 AI 的感知线索发生转移。Wirtz

等人 (2018) 的 理论框架 表 明 , 自助服务技术

(self-service technology, SST)和 AI 服务的关键区

别之一就是 SST 与用户的交互较少, 其要求用户

必须按照特定流程操作, 否则将无法工作; 而 AI

在任务中可以与用户灵活互动, 可以引导用户完

成任务流程, 容错率较高。Shin 和 Perdu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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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述研究表明, 由于 SST 的灵活性较差, 因此

用户往往把它视为工具, 对它采取居高临下态度, 

在它出错时甚至会采取暴力行为(例如脚踢机器)。

所以, 如果 AI 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出了较多的 SST

特征, 则用户很有可能会将本应该具有高度灵活

性的 AI 视为死板的 SST, 从而激活“这玩意不通

人性”的心灵知觉。基于上述推理, 本研究提出： 

研究命题 2b：AI 的拟人化程度和在任务中的

灵活性程度影响了个体对 AI 的认知线索, 这两个

因素会抑制用户认为 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的

心灵知觉的激活。 

3.3  研究方向 3：借助心灵知觉促进用户在更广

泛的服务场景中接受 AI 

就如同数年前的“扫码支付”一样, 本研究相

信 AI 在服务中的广泛普及是不可逆转的未来趋

势。然而, 上面的研究推理指出, 人们并不总是在

所有场景中都接受 AI 服务。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

当前的 AI 技术本身表现欠佳,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

人们在心理层面上就对 AI 服务有所反感。研究方

向 1 和研究方向 2 已经提出了一些改变用户“AI

擅长计算但不解人意”的心灵知觉的途径 , 但在

现实中, 它们要么超出了企业的掌控范围(例如改

变大众媒体对 AI 的描绘), 要么难以在短期内实

现技术突破(例如增加 AI 的拟人化和灵活性水

平)。因此, 有必要提出一些其他的、在当前环境

中更具有操作性的认知策略, 以促进用户在更广

泛的服务场景中接受 AI。 

本研究将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解释为一种

刻板印象, 它影响了用户与 AI 互动时对自己与

AI 关系的认知。因此, 在心灵知觉本身难以骤然

改变的情况下, 可以从用户与 AI 的关系隐喻入手, 

通过精巧地将 AI“拟动物化”, 或是在用户使用 AI

时提供技术援助, 从而使得用户认为“缺乏感受”

的 AI 也能在情感−社交类任务中发挥作用。 

3.3.1  研究方向 3a：将 AI 拟态为“高热情”的动

物能增进用户对 AI 的感受性认知 

Hoffman和 Novak (2018)提出, 人们通常依照

人类中心的拟人论(human-centric anthropomorphism)

来理解自己与智能物品的关系。这是指人们从自

己的角度出发, 将自己(人类)的品质推广到非人

物品身上的过程。作者们与 Kahneman 的“快决策

与慢决策”类比 , 认为人类中心的拟人论是一种

自动化的、经验性的、属于 system 1 的过程。Novak

和 Hoffman (2019)的理论框架表明, 人类中心的

拟人论是用户与 AI 交互时的自然认知过程, 如果

人们能将自己的一些“高热情”品质(如有亲和力)

投射到智能物品上, 那将增强人们在与其互动时

的延伸感, 从而改变认为“AI 不能实现共情性需

求”的固有认知。当前, 绝大多数 AI 研发和应用

企业都致力于制造出尽可能像人类的 AI。虽然这

是 AI 技术的“圣杯” (Rubin, 2003), 但是目前的科

技水平却很难达到 , 只能创造出“似人非人”的

AI。这使得人们在服务中与这类拟人 AI 互动时频

频出现恐怖谷效应(Stein & Ohler, 2017)和补偿性

反应(Mende et al., 2019)。因此, 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 让人类将自己的情感品质投射到 AI 上是很难

实现的(Blut et al., 2021)。 

本研究提出, 将 AI 拟态为具有高热情品质的

动物, 可能会缓解当前 AI “拟人化水平”不足的不

利影响, 使得人们更自然地通过人类中心的拟人

论将“高热情”品质投射在 AI 上。Sevillano 和 Fiske 

(2016)提出 , 人类在与动物漫长的互动过程中建

立了一套牢固的、跨文化的动物关系隐喻, 例如

牛是耐劳的、狗是忠诚的。人类虽然认为动物低

自己一等, 但并不妨碍人们将一些动物、特别是

与人类亲近的动物视为“高热情”的。然而, 将服务

中的 AI 拟态为具有高热情品质的动物存在着一

个问题。Wirtz 等人(2018)指出从事“情感−社交”

任务并不意味着只需要高热情 , 一定的认知−分

析能力是从事情感−社交任务的前提。Huang 和

Rust (2018, 2021)也提出 AI 能提供的服务是按照

机械的、分析的、直觉的和共情的顺序依次上升

的 , 也即“情感−社交”任务是一种更高级的服务

类型。因此, 如果单纯地将 AI 拟态为动物, 未免

会让人怀疑非人的动物是否具备解决“认知−分

析”类任务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研究推测, 将 AI 拟态

为具有高热情品质的动物时需要辅以精巧的信息

框架, 使得 AI 虽然在外表上被拟态为可亲近的动

物 , 但是其内核依然提醒用户正在面对的是“算

力超群”的 AI。这说起来复杂, 但并不难实现, “电

子狗”就是一个简短而精巧的例子, 既强调了“电

子”的强大分析能力, 又强调了“狗”的忠诚老实。

Coghlan 等人(2019)关于 AI 拟动物化的研究指出, 

虽然受到技术限制, 当前不可能让机器人在外观

上与真正的动物一模一样, 但是, 相较于“钢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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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形态的传统机器人 , 人们对拟态为动物的

机器人仍然会有移情、怜悯、同情等情感反应。

也就是说, 如果将 AI 拟态为动物, 虽然人们知道

这是假的, 但是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对动物形态的

AI 产生部分移情。因此, 本研究提出, 借助人类

对动物形态 AI 的这种部分移情, 可以引导用户认

为当前在服务中出现的并不是蠢萌的动物本身 , 

而是有着动物般温情的高算力 AI。于是要做到这

一点, 就需要精心设计动物形态的 AI 在提供服务

时的信息框架, 做到在将 AI 拟态为“高热情”动物

的同时强调 AI 本身的高算力。在这方面, 网易云

音乐的 AI 智能服务程序“西西”和“多多”就提供了

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用户寻求帮助时, “西西”和

“多多”会告诉用户：“我们是来自宇宙的驯鹿, 在

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我们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 现

在很高兴为您服务”。在这个例子中, 拟态为具有

高热情品质动物的 AI 唤起了人们的温暖体验; 而

在理性层面, “西西”和“多多”又告诉用户, 自己是

认知−分析能力卓越的人工智能。如此, 借助人们

对拟态为动物的 AI 的部分移情, 人们对 AI 的刻

板印象得到了改变, 从而促进了用户在与 AI 互动

时的感受性认知。基于上述推理, 本研究提出： 

研究命题 3a：通过设计信息框架, 在展示 AI

强大算力的同时将其拟态为具有“高热情”品质的

动物, 这样能调和“AI 擅长计算但缺乏感受”的矛

盾感, 促进用户对 AI 的感受性认知, 从而增进人

们在情感−社交任务中使用 AI 的意愿。 

3.3.2  研究方向 3b：与 AI 互动时提供技术援助

能减少用户对 AI 缺乏感受能力的担忧 

当前, 绝大多数 AI 研发和应用企业都暗示

“AI 就是人类的化身, 它能做任何人类能做到的

事情”。然而, Longoni 等人(2019)发现, 由于消费

者相信自己的状况具有特殊性, 而 AI 提供的服务

是基于统计规律的、不能感知用户独特性的, 因

此人们往往不愿意接受 AI 提供的医疗服务。这表

明在很多时候, 人类并不把 AI 视为能独自决策的

“人”。不过, Longoni 等人(2019)也发现, 如果 AI

在医疗服务中不是独自决策, 而是仅仅为人类医

生的决策提供支持, 则消费者对 AI 的抗拒将会减

弱(Study 9)。这说明人们接受 AI 作为辅助人们决

策的工具。因此, 本研究推测, 如果能引导用户从

技术角度认识 AI, 使得人们建立“AI 是在辅助自

己决策”的观念, 则有可能会增进用户对 AI 的包

容性, 减少用户对 AI 缺乏感受性能力的担忧。 

要做到这一点, 在用户与 AI 互动时提供相应

的技术援助是必不可少的。许多研究表明, 在用

户使用新技术时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有诸多好处 , 它可以减少用户与新技

术互动时的认知成本, 并且让用户快速熟悉新技

术的特性(e.g., Mahardika et al., 2019)。Weidemann

和 Rußwinkel (2021)的研究发现, 如果人机交互

没有按人们预期进行, 则用户可能会出现挫折情

绪, 拒绝与机器继续互动。然而, 如果能够在人机

互动时提供相应的技术援助, 让人们在互动中的

控制感提升, 则人们更有可能将自己视为人机互

动中的主体, 增进对机器的包容性。据此, 本研究

建议 , 虽然与传统的自助式服务设备 (如银行的

ATM 机)相比, AI 具有高度灵活性, 但是企业也不

应该骤然地将 AI 抛给用户、让用户自己探索, 而

是需要提供一些技术援助, 帮助用户更有效率地

与 AI 互动。例如, 可以在用户使用 AI 时提示“您

面前的 AI 助手是由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驱动的, 您

可以正常地与它对话, 但请您语速慢些, 突出关

键词”。如此, 用户就不会将 AI 视为“有完全决断

能力的人”, 而是将 AI 视为能为自己决策提供支

持的“助手”, 从而将自己视为互动中的主体 , 降

低对 AI 缺乏感受性能力的担忧。基于上述推理, 

本研究提出： 

研究命题 3b：在用户与 AI 互动时提供相应

的使用提示与技术援助有助于构建 AI 与人类的

联合互动模式, 减少用户对AI缺乏感受性能力的担

忧, 增进人们在情感−社交任务中使用 AI 的意愿。 

4  理论建构：用户对 AI 服务矛盾性态
度的心理学探索 

许多企业正在采用 AI 驱动的虚拟客服作为

人工服务的补充, 它能帮助企业有效降低服务成

本, 全天候地应对大量重复性问题。但从文献回

顾中可以清楚看出, 用户并不总是对此持接受态

度。采用新兴技术进行服务创新固然重要, 然而

能否给顾客带来良好体验才是企业服务的核心竞

争力。Becker 和 Jaakkola (2020)指出, 在服务中, 

企业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地改善客户的服务

体验, 而不仅仅是节省成本和优化流程。因此, 如

何提高人们对 AI 服务的接受程度、提升 AI 服务

的应用效能就成为了当前服务管理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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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用户对 AI“能动性”和“感受性”两方面的

知觉入手, 讨论了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路

径、影响这种心灵知觉激活的调节因素、以及促

进用户在更广泛的场景中接受 AI 的策略。本研究

希望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建构理论, 从心理学

角度解释用户对 AI 服务的矛盾性态度, 提升未来

AI 服务的应用效能。 

4.1  学理层面：一个基于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

新型 AI 服务接受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起源。虽

然在客观上 AI 与人类互动的能力越来越强, 清华

大学(清华大学新闻网 , 2021)甚至迎来了第一位

“AI 虚拟学生”华智冰。然而, AI 本身的技术表现

是一回事, 用户的心理感受却是另一回事 , 许多

研究表明, 即使 AI 程序与人类的表现旗鼓相当, 

人们在某些场景中还是更愿意被真人服务 (e.g., 

Longoni et al., 2019; Luo et al., 2019; 张雁冰 等, 

2020)。过去一些研究认为用户这种“AI 擅长计算

但缺乏感受”的心灵知觉是自发形成的、是一种天

然的“人性感知” (e.g., Castelo et al., 2019; Wang & 

Krumhuber, 2018; Waytz & Norton, 2014)。但是, 

本研究推测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是一种刻板印

象, 它形成于用户与服务类 AI 的早期接触经验中; 

甚至或许在用户接触 AI 之前, 人们就通过大众媒

体对 AI 的描绘, 将 AI 理解成了“不通人情”的机

器。这使得人们将 AI 视为一种完成任务的工具, 

而不是陪伴身边的伙伴, 从而驱动人们在心理上

并不希望与 AI 互动和交流, 阻碍了用户在情感−

社交类型的服务场景中对 AI 持正面态度。 

同时, 本研究探讨了哪些因素影响了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和激活。近年来, 研究用户对

AI 服务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快速增长, 研究

者们发现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 Chi 等人(2021)的

文献甚至归纳 11 种之多的因素。无限地堆积影响

因素显然是不可取的, 这样的列表将越来越长。

本研究试图围绕着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和

激活, 重新审视影响用户对 AI 态度的关键因素。

本研究借鉴了刻板印象可塑性的研究, 将过去研

究中发现的、影响用户对 AI 态度的因素分为两

类：用户的内部状态和 AI 的表现因素。参考有关

刻板印象调节的理论, 本研究推测, 由于与 AI 的

高频接触和技术使用效能感等内部状态促进了用

户对 AI 产生准友谊关系, 而这与“AI 不通人情”

的刻板印象相冲突, 因此这些用户内部状态因素

影响了对 AI 心灵知觉的形成。另一方面, 由于

AI的拟人化和灵活性程度等外部表现提供了反刻

板印象的样例, 因此这些 AI 外部表现因素影响了

用户对 AI 心灵知觉的激活。 

总体而言, 本研究试图通过心灵知觉理论建

立起一个理论模型, 提供一个新的、归纳用户对

AI 服务态度的影响因素的动态框架, 避免今后类

似研究的元素化倾向。 

4.2  实践层面：两种促进用户在情感−社交场景

中接受 AI 服务的方法路径 

当前的 AI 技术正在变得更加成熟和先进, 部

署费用也在逐渐降低, 因此在 AI 技术将给服务企

业带来巨大优势的现实情境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

将在相当程度上采用 AI 服务替代人工服务。许多

研究都认为使用 AI 技术辅助、甚至代替人力将是

未来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王砚羽 等, 2019)。可

是, 对企业来说, 采用新技术进行服务创新固然

重要, 然而能否给顾客带来良好体验才是服务的

核心竞争力(Becker & Jaakkola, 2020)。在著名的

SERVQUAL 评价体系中, 共情性是衡量服务质量

的重要维度, 然而当前的 AI 服务能否带来良好的

共情体验？答案也许并不乐观。因此, 如何促进

用户对 AI 服务的接受就成为了一个极具实践价

值的问题。 

本研究提出, 受到“AI 擅长计算却缺乏感受”

的心灵知觉的影响, 用户通常只愿意让 AI 服务

“执行指令”, 却不愿意与 AI 服务“互动交流”, 这

使得用户在情感−社交类服务场景中对 AI 的接受

度很差。虽然目前不少企业认识到了需要改善 AI 

“冷冰冰”的形象, 并试图通过情感计算技术使得

AI 程序更有“情商” (例如京东的 AI 客服“JIMI”)。

然而机器人表达的问候和道歉并不是真正的问候

和道歉, 实证研究表明, 当用户察觉到 AI 程序试

图模仿人类反应时 , 用户可能会对其更加反感

(Stein & Ohler, 2017)。可见, 让“AI 更像人”的拟

人化方向也许存在问题。喻丰和许丽颖(2020)指出

拟人化的概念是多元化的, 因此本研究推测将 AI

拟态为具有“高热情”品质的动物而非人类, 这也

许是一种更好的 AI 拟人化方向。人类对动物建立

的关系隐喻十分牢固且抽象 (Amiot & Bastian, 

2015; Sevillano & Fiske, 2016), 因此, 借助高热

情的动物形象, 人们能更自然地建立与 AI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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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Coghlan et al., 2019), 增加对 AI 感受性能力

的认知, 进而愿意在情感−社交场景中接受 AI 的

服务。 

将 AI 拟态为人类还有一个问题, 即企业默认

既然 AI 是“人”, 那用户与 AI 交流就是一件自然

的事情, AI 可以替代人类做出决策。然而, 心灵知

觉理论指出由于人们认为 AI 缺乏感受, 因此用户

往往不将 AI 视为人, 从而在与 AI 的互动中感受

到了约束。通过文献推理, 本研究认为, 企业需要

在用户与 AI 的互动中提供技术支援, 从而促进用

户从“助手”角度看待 AI, 建立人类与 AI的联合互

动模式。即让用户成为与 AI 互动中的主体、让

AI 成为互动中的辅助者和选项提供者。这样做能

顺应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 提高用户对 AI 的包

容性, 减少用户对 AI 缺乏感受能力的担忧, 进而

降低用户与 AI 互动时的约束感, 增进用户在情感

−社交场景中接受 AI 服务的意愿。 

总之, 本研究试图借助用户对 AI 的心灵知觉, 

通过建议将 AI 拟态为高热情的动物而不是真人, 

以实现更好的 AI 拟人化; 以及建议在用户使用

AI 时提供技术援助以提高用户对 AI 的包容性, 

从而促进用户在更广泛的服务场景中接受 AI。本

研究希望为企业在服务中提高用户对 AI 的满意

度、提升 AI 服务的应用效能提供具有实践性的路

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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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cceptance mechanism and usage promotion strategy of AI services 
based on mind perception theory 

DENG Shichang1, XU Qi1, ZHANG Jingjing1, LI Xiangqian2 
(1 Management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Many enterprises have adopted AI services to respond to customer needs, yet sever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users are not always satisfied with AI in servi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key factors that drive 

users᾽ attitudes toward AI services and usage promo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and influence of 

users᾽ mind perceptions of AI, which including (1) Mechanism analysis: How do the cues and experiential 

factors of users᾽ early contact with AI lead to the perception that AI is “good at computing but not feeling”? 

(2) Moderating effects: How do different internal user states and external AI features moderate the 

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of this mind perception toward AI? (3) Facilit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reverse 

utilization of mind perception, how can the mimicry of AI as warmth animals and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enable users to accept services from AI in a wider range of scenario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new model of AI service accept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nd perception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ovide a psychological reference for theoretically explaining users᾽ ambivalent attitudes toward 

AI servic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opose two pathways to facilitate users' acceptance 

of AI services with the help of mind perception theory and provide a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I applications in their service process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ind perception, customer service, stereotype, war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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